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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路径及戏曲元素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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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索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之路。 从戏剧最终目的 “塑造人物” 的理念出发， 中国音乐剧

应 “形神俱备”。 对照西方音乐剧的五种复杂表演风格要素： ｏｐｅｒｅｔｔａ （轻歌剧风格）、 ｌｅｉｇｉｔ （更口语化的

轻歌剧风格）、 ｃｈａｒａｔｅｒ ｐｉｅ （角色性很强、 夸张地）、 ｃｏｍｅｄｙ ｐｉｅｃｅ （喜剧的）、 ｂｅｌｔ （用全真声的自然演唱

方法）， 中国音乐剧也可以从传统戏曲中提取 “唱、 念” 之 “五音” “四呼” “四声” 的复杂性， 从 “做、
打” 中提取 “虚实、 繁简、 疏密” 的形式， 丰富舞台行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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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剧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由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先生首创了中

国儿童歌舞剧。 他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为基调， 采用一定的西洋戏剧手段和配器方法， 创作了 《麻雀

与小孩》 《葡萄仙子》 《小小画家》 《神仙妹妹》 等通俗易懂又易于上口的儿童歌舞剧， 成为中西合璧

的一种尝试，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种载歌载舞的儿童音乐戏剧形式， 为后来中国音乐剧的研究、 创

作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自此， 中国艺术家们一直不乏在中西艺术、 创作手段、 表演、 音乐等领

域寻找共通之处， 不遗余力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音乐剧创作与表演的方法。 从引进欧美原版音乐剧，

将其翻译成中文， 对西方经典进行临摹， 到创作属于中国自己的音乐剧。 一路走来， 具有中国本土特

色的民族音乐剧开始慢慢酝酿， 逐渐成长。 中国学者也慢慢达成共识———中国音乐剧的成长， 应该在尊

重西方音乐剧与中国戏曲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性基础上， 合理借鉴 “他山之石” 为我所用， 即有效

地解决音乐剧 “因地制宜” 的问题。 一种对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问题讨论的共识也慢慢形成， 这种本

土化路径的实质就是如何通过 “因地制宜” 而 “落地生根”。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如何 “与时俱进”， 通

过 “与时俱进” 而让人再次 “喜闻乐见”。［１］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音乐剧本土化路径中的 “戏曲元素” 运用及其在促进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关键作

用， 论证 “什么是正确的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路径”。

一、 从本体性角度考察音乐剧和中国戏曲元素的融通可能性

无论是音乐剧， 还是中国戏曲， 其产生的源头有着同根性和杂糅性， 因而也势必有着生长和发展期

的相互影响可能。 首先， 从音乐剧、 戏曲产生的源头来看， 都是脱胎于民间歌舞的艺术形式。 在西方

歌剧、 芭蕾等高雅的 “贵族艺术” 盛行繁荣的时候， 音乐剧便以其通俗易懂、 突出流行与时尚性， 并

吸纳了歌剧、 轻歌剧、 芭蕾、 滑稽表演及流行音乐的优长， 成为一种全新形式应运而生， 满足了观众

不同的观赏需求， 并且迅速发展壮大。 今天， 音乐剧更是已经形成了比较公认的演唱型、 舞蹈型、 话

剧型音乐剧。［２］因此， 音乐剧的本体应该与自身演化和文化、 历史均有关联， 且在动态中发展； 与音乐

剧的根源来自于民间一样， 中国戏曲也是大量吸取民间歌舞、 滑稽表演、 说唱艺术之后产生， 活跃在

老百姓的周围并且不断繁荣， 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来源。 两者均有杂糅的特性。 无论戏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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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音乐剧都是综合了歌唱、 念白、 舞蹈、 音乐伴奏以及舞台美术等， 来传达剧情和刻画人物的。 戏曲

的 “唱、 念、 做、 打” 四功与音乐剧的 “声、 台、 形、 表” 的基本功都为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增强

演员在舞台上的综合技能和可被利用的表现手段。 所不同的是， 音乐剧是典型的西方现代都市文化的

表征， 更具有时代感， 从题材的选择与呈现的结果来看无不透露着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的领先状态。

而中国戏曲是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发展起来的， 意识形态、 内容、 审美取向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其次， 在整体风格上， 西方音乐剧与中国传统戏曲在表演风格上都有写实与写意之分。 两者都强

调体验和体现， 且两者都是运用演员内外部手段来创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只是在关注内与外的塑造手

段上， 顺序各有不同。 西方音乐剧的演员， 一般都是在一个实实在在的环境中表演， 演员在这种环境

中很容易找到表演的支点以及信念感。 而中国戏曲的表演需要借助演员自身更多的技能来完成对环境

的想象、 人物的描述。 传统戏曲中， 常见的舞台布局形式———一桌二椅并非现实中所认知的 “桌子和

椅子”， 它在不同的情境下， 通过不同的摆法和桌围椅帔的不同色彩与纹样， 并结合其他砌末， 又可被

想象成山、 楼、 床、 门等等， 对剧情的地点和人物关系做出表现和暗示。 音乐剧的场景设计也在日益

多元化， 有时候中国戏曲空灵、 写意的场景也为音乐剧采用。

再次， 西方的戏剧表演体系和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 有过互相交流互相渗透的机遇。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 梅兰芳先生带着中国传统戏曲出访过苏联和美国， 受到西方同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梅先生在前

苏联演出时，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及他的苏联同行们都观看了。 另一位欧洲戏剧家布莱希特也从德国

赶到莫斯科， 看了梅先生的演出， 更是赞不绝口。 他说梅先生的表演， 是他梦寐以求， 但求之不得的。

后来， 布莱希特创建的表演体系， 就有东方美学的影子。 除了梅兰芳大师以外， 另一位京剧大师程砚

秋也曾游学欧洲， 他们都观摩过欧洲的戏剧。 这些经历， 不可能不影响到之后的艺术实践。 后来的京

剧文明戏， 就突破了传统戏曲的一些条条框框， 有了新的表现手段。 欧美的戏剧， 借鉴中国传统戏曲

的表演手法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国际性艺术交流越来越频繁， 东西方艺术的互相借鉴和交融也越来

越多。

上述， 为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实践之路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方向， 那就是： 在保留音乐剧本体的基础

上， 可以综合吸收其他艺术体裁的元素， 进行 “挪用” 和 “借鉴”， 达到艺术效果的最佳。 换句话说，

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尝试是可行的。

二、 中国音乐剧对戏曲 “唱、 念” 功法的运用

有了观念的可行， 具体落实在中国音乐剧如何落地生根上。 笔者发现， 对戏曲 “唱、 念” 功法的

运用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我们知道， 从 １５ 世纪开始， 逐渐兴盛的黑奴贸易， 使得越来越多的非洲黑人被贩卖至美洲。 在长

达 ４００ 年的黑奴贸易中， 这些特殊的 “新型移民”， 将黑人灵魂音乐、 蓝调、 爵士以及黑人民间歌舞等

也一并带入了美国本土， 并逐渐植入， 直接影响着美国的音乐文化。 其中也包含了音乐剧， 如： 幽怨

哀叹的气声运用、 田间的呐喊、 悲伤的滑音、 痛苦的抽泣、 节奏般的说话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美国

音乐剧步入国际化， 标志着音乐剧开始走向辉煌。 此时的音乐剧已不拘一格吸纳各种音乐风格丰满自

己， 打破传统意义上音乐体裁的限制， 将古典乐、 歌剧音乐、 摇滚乐、 民间音乐等元素通过超凡的艺

术技巧和演绎理念整合在一起。 在这种历史的演绎中， 逐渐形成了百老汇音乐剧演绎的五种风格， 那

就是 “ｏｐｅｒｅｔｔａ （轻歌剧风格）、 ｌｅｉｇｉｔ （更口语化的轻歌剧风格）、 ｃｈａｒａｔｅｒ ｐｉｅ （角色性很强、 很夸张地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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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方法）、 ｃｏｍｅｄｙ ｐｉｅｃｅ （喜剧的， 不是很夸张， 有角色感的演唱方法）、 ｂｅｌｔ （用全真声的自然演唱方

法）。 而这些演绎风格， 诸如腔体技术、 共鸣位置、 气息运用， 均需随着音乐风格发展呈现”。［３］

具体而言， 西方音乐剧的演唱音域既能上天， 也能入地； 演唱的音乐线条时而绵长， 时而磅礴， 时

而短促； 音色的选择时老时少， 一时绅士， 一时市井； 声音的选择时而真， 时而假。 总之， 音乐剧在

演唱时用声灵活而多彩， 一切为了音乐戏剧中的人物而服务。 简言之， 其演唱技术的精髓是： 在演唱

高音时用强劲的呼吸支持和分句处理来解决矛盾和加强戏剧张力； 在低音区则运用自然本嗓歌唱， 去

接近生活、 描述生活； 将二者演唱特点结合， 表达朴实和真挚的情感， 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 因此，

这种演唱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其实， 音乐剧演唱并不要求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统一音色， 更多强调

的是不同演员所具有的不同声音特点， 去选择不同的角色需要。 美国著名导演威廉·威斯布鲁克斯在

《戏剧情境： 如何身临其境地表演和歌唱》 一书中说： 表演一首歌曲意味着将歌曲的演唱者带入生活，

完全真实的生活， 若能如此， 听众就会相信这些歌词的确是在 “唱” 的： 歌曲在被演唱的瞬间也正在

被 “谱写”， 歌唱与表演是同一回事。［４］

曾有学者言： “戏剧最终目的是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５］确实， 音乐剧作为音乐戏剧艺术的表演形

式之一亦是如此。 音乐剧演员完成角色创造的过程就是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 在正式落地排练之前，

他 ／ 她将经历了解剧本、 熟悉人物背景、 音乐作业、 读剧排练等一系列工作。 这些工作相互交织互相影

响， 其最大的目的是围绕塑造人物的第一个核心内容而展开， 那就是帮助我们对角色的外部形态以及

行动进行想象， 想象着剧作者、 曲作者用文字与音符描述的人物形象。 这时， 脑海中才会在不经意间

浮现出很多的人物形态。 根据作者对人物的解读阐述加上演员自我的生活经验， 形成对角色的初步印

象。 但这只是脑海中的想象， 真正要呈现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还需要运用一些手段。 在中国传统戏曲

的创作中， 想要完成这些典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形与神的兼备， “形” 是观者可以从视觉上感知

的实体动态， 可以通过演员对外部形态以及动态路线的演绎让人对人物的品貌、 年龄以及身份等有一

个基本的认识。 “神” 是人物形象的内在气质和生命， 是精神和感情的传达核心。 我们通常形容一个成

功的舞台人物形象为 “形神兼备”。 演员必须对人物的外部、 内在情感进行体验， 并且通过自身技艺展

现出来， 只有充分调动外部形态与内在生命才能更好的体现剧作者笔下的角色， 完成从剧本的平面文

字到舞台立体形象的呈现。

应该说， 从前文所述的当代音乐剧五种演唱风格类型或者塑造人物的 “戏剧普遍性特征” 来看，

中国戏曲与之具有一种神韵上的相同之处。 中国戏曲的一些基本动作要求， 为发展中国音乐剧找到了

一条可利用之路。 作为具有五种复杂表演风格要素的音乐剧， 在中国本土化演绎的时候， 吸收中国戏

曲现成的动作程式和技术 （ “功法” ） 就成为首选 （它现成而精致， 具备演绎音乐剧的基础）。 中国戏

曲的演唱，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把我们的汉语通过唱词与台词清楚地表达出来。 中国戏曲是以唱、 念、

做、 打等综合表演手段塑造舞台人物形象的， 其 “流派” 和 “润腔” 的形成标明了它鲜明的艺术特征，

他们通过刚柔并济、 快慢强弱、 虚实高低、 连断明暗等节奏变化与装饰音的手法， 促成对唱腔的美化

和情感表达。 今天， 新的音乐剧演唱风格势必最终要融入中国母语的演绎形式。 原因很简单： 中国的

音乐剧演唱、 念白用的是中文， 而不是英文或是其他语言体。 英语国家的音乐剧所采用的是符合其语

言逻辑的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符， 而我们的汉语则以四声为主， 旋律中的一音多字也是常态。 因此，

无论戏曲还是中国音乐剧， 咬字的重要性也就在于把话 “唱” 清楚、 “说” 明白， 这样， 才有可能谈及

歌曲的情绪、 叙述的内容、 角色的情感层次。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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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 “唱念” 非常讲究吐字， 关于吐字就有 “以字带声” “字正腔圆” 的说法和 “吐字归韵十三

辙” 的著说， 以及吐字行腔中的 “五音” “四呼” “四声”， 并运用润腔， 依据人物性格的区分， 解决

音和字的完美结合。 戏曲表演中 “唱” 和 “念” 是紧密相连， 然又有主次之分， 以唱 （曲文） 为主，

念为宾 （也叫宾白）。 明末清初文学家、 戏剧家、 美学家李渔提出： 宾白一道， 当与曲文同视， 有最得

意之曲文， 即当有得意之宾白。 但使笔酣墨饱， 其势自能相生； 常有因得一句好白， 而引起无限

曲情。［６］

这就说明 “唱与念” 应相互搭配、 互相触发。 如阳春白雪的曲文， 却配上下里巴人的话语， 就会

减损曲词的优美。［６］宾白虽然没有曲文那样完全依托乐曲来 “唱”， 但也是带有音高的， 有节奏感、 旋

律感并且铿锵悦耳、 声情并茂的 “说”， 与唱曲和谐统一、 相互触发。 在中国音乐剧中， 研究和发掘戏

曲艺术中语言以及唱腔的技巧， 并将这些技巧结合生活化的语言与歌唱、 更具真实感的表演来为我所

用， 是我们值得去勇敢尝试的。 如： １９９８ 年， 北京舞蹈学院首届音乐剧班出演了大型古典神话音乐剧

《新白蛇传》 （编剧： 刘毅然、 韩毓海、 张平， 作曲： 三宝， 作词： 陈虹、 赵小海， 总导演： 张平， 编

舞： 朱永龙、 金明）。 《新白蛇传》 作为定点旅游节目在当时新落成的深圳 ２１ 世纪演艺中心连续演出了

六百余场。 《白蛇传》 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 也是戏曲名剧。 最早出现于明代冯梦龙著的 《警世

通言》 （卷二十八）， 曾经被 “京剧、 评剧、 川剧、 越剧、 花鼓戏” 等几乎所有的剧种， 甚至 “皮影、

木偶” 搬上舞台， 以各自不同的风格演绎。 而戏曲 《新白蛇传》 是首次作为音乐剧形式展现。 从形式、

音乐以及演员呈现上已经与传统戏曲大不相同。 故事的矛盾冲突围绕法海身边一个象征着 “诱惑与欲

望” 的法力高强的妖艳女子 “红枚” 而展开， 她在法海的指示下化身 “白娘子” 来迷惑许仙， 使小青

产生极大的误会， 进而发生一连串的生离死别的故事， 最后真正的白娘子被镇于雷锋塔下。 创作者以

中国民族音乐与民族舞蹈为基础， 将现代流行音乐和欧美音乐剧风格舞蹈融入到 《新白蛇传》 中， 使

这样一个传统的神话故事有了更新的视听角度和现代表达方式。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能明显感受到音

乐剧 《新白蛇传》 的中国味道， 或者说是许多戏曲的痕迹。 作品中用戏曲的双水袖改良成单臂的水袖

来突出人物外部造型， 使其更加个性化。 演员的舞台行动线多以戏曲的圆场步、 花帮步、 踏步等来贯

穿， 并将戏曲的很多身段、 技术技巧也化身到了现代舞蹈中。 在保持咬字的圆润的同时， 演唱增强唱

段的 “语气感”， 在台词部分借鉴戏曲 “韵白”， 使神话意味更加浓烈， 用生活化的表演融入戏曲身段

的审美要求完成角色的诠释。

比如有这样一个桥段： 法海抓到白娘子后进入地牢出场一段， 青蛇被火神鞭打而出， 她痛苦地翻滚

着身子， 惨叫着。 白娘子双腿被拖出， 痛不欲生， 火神吞噬着白娘子， 青儿欲救不能。 伴着坚实而有

力的低音节奏， 小鬼们向法海簇拥而至， 在有节奏的张牙舞爪及各种翻腾动作中， 将法海这一权力与

威严的象征展现于舞台。 当小鬼们静止， 法海手持法丈， 慢步 “圆场” 逼近被捆绑的白娘子。 这是戏

曲老生行当常用的一种舞台行动步法， 用在此正好符合了法海已经胜券在握洋洋得意的心境。 不曾想

白娘子却是那么 “执迷不悟”， 没有对妖与人的情愫有半点悔意， 反而更加坚定地说： 上苍啊， 你开天

是为了安置群星， 你辟地是为了养育生灵， 你捏男女是为了繁衍生命， 你造心是为了万物皆有情。 你

为何不睁开眼睛看看， 我们是如此的健康年轻， 像春天的水渠一样需要爱情。 如果你站得太高走得太

远， 我愿葬身火海以死向你呼喊……

这是剧中白娘子台词的经典段落， 蕴含着白素贞对爱情的渴望， 希望用内心的呐喊冲破人与妖的

界限。 这段台词中就运用了戏曲的韵白， 借此来渲染人物的神话色彩， 每句台词的音高自然变化，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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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倾诉又像是吟诵， 突出白素贞对世俗的无奈与愤恨。 随后， 白娘子朝火炉反方向回身再扑向火炉。

这场戏中几位演员都不同程度借鉴了戏曲身段， 法海用步法的轻、 重、 缓、 急来控制人物的情绪与心

理节奏， 白娘子借用戏曲身段中 “欲左先右， 欲上先下” 的特点， 进一步推进和强化了人物内心的绝

望与愤恨。

音乐剧 《新白蛇传》 女主角朱珠是北京舞蹈学院首届音乐剧班的毕业生， 谈到白娘子的创作时说：

“小时候学习湖南花鼓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我是先学传统戏曲然后再学习的音乐剧， 所以自身

便有了更多的人物塑造的手段。” 特别是创作中国古典神话人物， 将戏曲的表演程式经过吸收与改良后

呈现给观众， 既能保留人物应有的内外在气质， 又能适应当下观众所需求的审美情趣。 自然， 观众是

接受的。

如此看来， 音乐剧是一种具有综合性戏剧特点的音乐戏剧样式。 那么， 它的唱法也不应拘格于单一

模式， 而是根据特定的戏剧风格与人物形象， 在科学、 正确的发声基础上， 依据戏中人物形象来选择

音域、 音色、 共鸣、 咬 （吐） 字， 融入美声、 民族、 流行、 戏曲等演唱声腔、 风格而形成的非排他性

的艺术形式。 如何将戏曲声腔中的吐字、 润腔巧妙地融入中国原创音乐剧演唱中， 树立拥有中国元素

音乐剧的演唱风格， 再将人物的情感与体验融化在戏剧的规定情境中，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三、 中国音乐剧对戏曲 “做、 打” 功法的运用

２０１３ 年， 由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中心制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映辰教授亲自担任导演的

大型原创民族音乐剧 《大红灯笼》， 是一部集合民族化与现代化碰撞的代表作之一。 导演周映辰用西方

音乐剧的叙述方式与表演风格， 将民族化与流行音乐元素相整合刻画了一个特定环境中男女的生存状

态。 本剧以民国时期一个叫颂莲的女性为视角， 讲述了大宅院中多个太太、 丫鬟的爱恨情仇故事。

可以说， 《大红灯笼》 是音乐剧中国化的典范之作。 其中， 对于人物的刻画， 导演和演员们也大量

吸收了戏曲中 “做和打” 的许多基本元素。 如： 陈家上下热闹非凡， 老爷陈佐千迎娶了他的第四位太

太颂莲。 颂莲初入陈家，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其他的三位太太。 人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那么四个女人

呢？ 在这场戏中， 如何在第一时间凸显出每一位太太的人物性格、 身份以及内心世界成为关键。 当管

家用现代的节奏以 ｒａｐ 的说唱， 带着极具讽刺意味的腔调细数这个大家庭的种种无可奈何的关系时。 四

个不同性格的女人一一登场亮相， 大太太毓如立于舞台中后区， 二太太卓云三太太梅珊分立两侧。 大

太太手持佛珠身体侧面向观众， 头及视角正对观众， 微低， 口中似乎还念念有词。 手中的佛珠成为她

用以掩饰内心对身边的人和事不满情绪的 “道具” 或是表演的支点。 此时， 虽然没有台词与歌唱的表

达， 却在既定的音乐节奏当中， 演员通过佛珠在手中的运动时下颚角度的改变以及眼睛观察角度的变

化使人物外部形态在舞台发生错位失衡， 以此来传达和确立人物的某种身份以及心理过程。 也就是说，

演员用身体局部做不同方向的改变来诠释内心的潜台词。 当三人在舞台上建立交流时： 大太太毓如先

与二太太卓云交流， 同时， 三太太梅珊也向大太太毓如进行交流。 这时， 大太太毓如并没有即刻整体

转身而是身体方向保持基本不变， 以头和视角做局部的调整来 “接受” 三太太带来的 “刺激” 并做出

相应的反应， 并且没有丢掉之前的表演对象———二太太， 如此， 三人在舞台的表演便串联了起来， 观众

也就抓住了这根 “线”， 直到四太太从舞台一侧出场。

这样看似无声的表演也是很多音乐戏剧常用的舞台行动线。 让人不禁联想到大太太毓如好像是在

告诫或提醒另外两位太太： 在这个女人众多的家庭里面， 她才是最大发言人， 什么事都要有分寸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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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二太太卓云心里当然非常明白， 她既无大太太毓如与老爷的结发之情， 又无三太

太梅珊那与生俱来的美丽妖娆。 想要在这个大宅院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只能讨得大太太欢喜同时也

不让三太太对自己产生敌对， 佯装好人才是她的上上之策。 所以， 她第一时间会接收到大太太毓如这

些细微的变化， 便迅速把原本对即将进家门的四姨太的好奇收了回去， 体态略向大太太的方向， 随着

三太太的登场， 进而视线转向了三太太梅珊。 看到三太太梅珊好像对今天陈家的大事以及老爷迎娶的

新娘毫无兴趣， 同时， 对大太太所发出的信号无所顾忌时心中有些暗喜。 三太太梅珊如往常一样手里

总有一块手绢在飞舞着， 举手投足之间都会透露出戏子身形上的特有习惯， 不时显露出身上的 “三道

弯” 而散发着妩媚。 大太太毓如当然是心知肚明的， 尽管她最为恼火这一点却又拿她没办法。 三人用

自己的身体语言传递着这些微妙的信息， 直到四姨太颂莲上场。 他们不同角度的形态变化相互反应与

接受便形成了这场戏开头的舞台布局， 三人围绕四姨太进家门这个点串成一个关系链条， 巧妙地呈现

了人物个性及舞台布局上的 “子午相” 关系。 观众自然也能从这链条中隐约感受到三者之间的微妙

关系。

“子午相” 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就舞台人物塑造提出的创作思想。 他以 “舒展匀称” 的外

部形态作为人物设计的重要标准， 把 “虚实、 繁简、 疏密” 对称起来， 借以达到人物特征鲜明与舞台

布局的相对匀称。 舞台上的唱念作打的步骤由 “主次” 引导， 兼顾 “四面八方”。 他还总结了具体的操

作方法： 舞台上的 “毯子” 有四个边， 这是 “四面”， 观众从台下各个角落来看你的表演， 这叫 “八

方”。 演员要懂得在这个毯子上， 从 “四面” 照顾到 “八方”， 要与舞台的 “四面”、 观众的 “八方”

相合。 也就是说， 演员要时刻注意自己在舞台的地位， 既要使台上看上去是那么均衡、 充实， 不是一

边重、 一边轻， 一边充实、 一边空虚； 还要注意自己的动作、 身段有分寸、 好看， 又要照顾每个观众

的视线。 不论从那一角落来看你， 都能清楚地看到你的表情， 都能看到你所亮的身段的优美姿势。［７］

戏曲 （京剧） 舞台对人物造型方面有着精细的要求， 而 “子午相” 正是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概

念。 它要求演员在出场亮相之始， 即调整面部、 眼神、 胸部、 双臂、 腿脚的摆放位置， 让它们既不同

边， 也不掣肘， 相互补充， 造成圆融完备之势。 正如夜晚之子时与白天之午时遥相呼应， 有机统一。

“子午相” 包含了传统戏曲对演员在舞台上 “相” 的基本审美要求， 更是中国民族化艺术的重要符号。

在传统戏曲中， 无论饰演王侯将相还是普通百姓， 他们在构建人物形象时都遵循着这一创作规律。 在

中国民族音乐剧的排演实践中， 也常常都会利用到 “子午相” 来构建人物在舞台上的形象与布局。 这

种合理的借鉴与有机地融入大大增加了人物的张力， 表明人物关系、 身份、 内心活动等等， 使观者在

不同角度所看到的人物形象都是立体的、 鲜活的， 并且这种民族化的形态也符合了大众欣赏的审美

需求。

四、 结 　 　 语

可见， 中国音乐剧借鉴西方音乐剧的母题， 再吸收中国戏曲元素， 才逐渐形成了中国音乐剧的典范

性文本。 音乐剧和中国戏曲的结缘和融合， 为戏剧体裁的本土化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在谈论中国戏

曲和西方音乐剧的融合之处时， 我们需要了解两者的审美差异。 其发源时间不同———一个是典型的西

方现代都市文化的音乐剧， 更具有时代感， 从题材的选择与呈现的结果来看无不透露着西方近现代工

业文明的领先状态。 而中国戏曲是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发展起来的， 意识形态、 内容、 审美取向都体现

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发生的场所不同， 发展的路径也不同。 事实上， 只有领悟了两者的差异，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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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艺术融合的大道上越走越远。

同时，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 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之路并不是只有吸收中国传统戏曲元素这条路可

走， 在实践领域， 中国的音乐剧创作也不乏现代剧场语汇的探索。 １９８２ 年， 中央歌剧院创作演出了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作曲： 刘振球）， 以都市青年人生活为创作题材， 描述了在时代大变革的浪潮

中， 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经历的种种人生境遇及对新时代的期盼接纳。 这是现代意义上的、 由中国人

自己创作的第一部本土音乐剧。［８］ 虽然， 那时候并没有以 “音乐剧” 为其正名， 但这种富有都市气息

的、 通俗易懂的歌舞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 到了 １９８４ 年， 中国大陆出现了诸如湖南湘潭市歌舞团排演

的 《蜻蜓》、 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 《芳草心》、 福建泉州歌剧团排演的 《台湾舞女》、 上海

歌剧院创作演出的 《海峡之花》 等诸多音乐剧目。 特别是 《芳草心》， 至今都是很多音乐剧研究者津津

乐道的本土原创音乐剧的代表作之一， 其中主题曲 《小草》 更是流传甚广， 成为那个年代的深刻记忆。

１９８６ 年， 美国音乐剧 《乐器推销员》 在中国公演， 《蝴蝶夫人》 （澳大利亚）、 《菖与英》 （新加坡） 与

来自英美国家的音乐剧歌曲演唱会和音乐剧舞蹈专场晚会也先后上演。 这些作品在中国舞台的演出，

使国人亲身感受到了西方音乐剧的巨大魅力， 也拉开了对西方音乐剧引进和模仿的时代。 如： １９８６ 年

上海戏剧学院排演的 《窈窕淑女》； １９８７ 年中央歌剧院翻译演出了 《乐器推销员》 《异想天开》；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年， 中央戏剧学院在日本四季剧团的帮助下排演了 《想变成人的猫》 《西区故事》 《从梦中

醒来》 等等。 这种 “临摹” 西方音乐剧的方式， 给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观众市场， 也有

力促进了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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